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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人文分家，在西方应从文艺复兴算

起，至今已有五百多年了。从分析走向综合是新

世纪的发展总趋势。科技与人文各自分列发展的

同时正在走向会通。

文理会通并非自今日始。何兆武先生在论

及老清华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时说：“我以为

那大抵上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

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十七世纪初杰出的科

学家徐光启曾有名言曰：‘欲求超胜，必先会

通。’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欲求超胜，就必先会

通古今、中西、文理；否则就只能自甘于抱残守

缺、固步自封而为时代所淘汰。”

对于古今会通、中外会通，论者甚少，或

以为不言自明。但对“文理会通”则疑窦颇多，

或认为根本是不可能实现或不宜将其确定为教育

之目标。望文生义：“会”即两种以上的学问之

汇聚，此事似不难做到。“通”呢？人们容易理

解为“精通”，这就难了。既要精通人文，又要

精通科技，还要精通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这“三

通”，几乎无人可以做到，“文理会通”就成耸

入云天、高不可及的虚无了。

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

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

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贯之道，要必有其想为因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梅贻琦

清华：追求科技与人文会通
○ 徐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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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2010），知名学者、

作家，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

委员、中文系主任教授。

“会通”是古已有之，不存在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何兆武

先生引徐光启的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也把“会

通”当作发展文化、超越西方的起点。也就是“必须如

此”，而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

科技与人文能否“会通”？

上述疑问究其实质是没有正确理解汉语中的

“会通”二字的弹性及范围。

 “会通”一词，最早见之于《周易·系辞

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

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韩康伯注疏曰，“会通”即“会合变通”。至今

《辞海》中“会通”条仍取韩解。可见“会通”

中的“通”未必是“精通”之义。

对 “变 通” 如 何理 解？ 仍据 《 辞海 》：

“变通：灵活运用，不拘常规。”《易·系

辞》：“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趋时。”

可见“通”是灵活运用的意思。但理解为“通

达”“通晓”也并不错。朱熹则强调“通达”：

“‘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

可行而无碍处，如庖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

虚也。”从方法论的角度，“会通”就是需要兼

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

部联系。

“会通”的方法与西方流行的黑格尔辩证法

的明显区别是：黑格尔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

清华的会通之路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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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实现事物的转化，而“会

通”则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同”和“通”。黑格

尔辩证法强调对抗，而“会通”强调“中和”。

按照上面的印证和解释，“会通”就是中国

区别于西方的学术传统。“会通”是古已有之，

不存在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何兆武先生引徐光

启的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也把“会

通”当作发展文化、超越西方的起点。也就是

“必须如此”，而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

文理会通可分为精神的与实践的。我们先看

看实践的。我以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工具型层面。在“人文”与“科技”之间

先确定一个“精神主体”，再把另一个确定为

“工具”，然后求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谓之工具

型的“文理会通”。曹自学认为从徐光启到张之

洞的所谓“中西会通”其实是“文理会通”，即

以中国传统为主体，将西方科技作为工具的“会

通”。我认为这是精当的看法。目前，我国以社

会主义的制度和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的科技、

文化为助用，其实也是一种“工具型”的会通构

想，只是实行起来常有突破工具型框架的趋势。

方法论层面。自古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只

能通过个体生命体验来进行，而自然科学则有一

套可经过实验检验的或逻辑严整的研究方法。许

多人文学者尝试用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生

物的方法研究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五四”

时代，胡适大力提倡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把社会

当作试验室，影响深远。现在，一些文科学生由

于不懂自然科学及方法，在研究的思路及方法上

均显得陈旧、拘囿，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之一就

是把握其他学科的理路和方法论。

哲理性层面。前两个层面均可视为“一主一

辅”，通常是“文主理辅”，而哲理性层面则是

追求科技与人文共同的形而上建构。在这个层面

上人文与科技真正通达无阻。这是不易达到的层

面，然而也还是可以操作的层面，源于自然科学

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不仅概括了科学技

术的规律，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概括了人文、社会

的发展规律。钱学森先生关于“三论”的研究展

示了在哲学层面上实现文理会通的广阔前景，给

我们很大鼓舞和信心。如果说，前两个层面可以

通过大学课程教给学生的话，这一层面只有靠学

生在掌握广博知识的基础上独立研究了。

以上是我们对“文理会通”的实践层面考

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文理会通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可能的。

面向未来：文理会通的素质养成

从20世纪80年代起，清华大学开始注意理

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养成问题。开始为理工科学

生开设人文选修课。1981年，当时的校领导在

《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倡多办文科，加强文科

教育。次年，清华成立“文史教研室”，开设

“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经

典选讲”等课程，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在选课

时，学生争先恐后，把中文系办公室的玻璃都挤

破了。那个时候，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为非文

科专业的学生开文科课程；1987年，人文课程被

纳入理工科本科的培养计划，建立了四个人文课

组，要求每个理工科学生都必须在四组中各选一

门，再加一门任选课，共10个学分。将人文选修

课纳入教学体系，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关键环

节。截止到1994年以前，全国没有一所大学的理

工科专业有对人文课程的硬性要求；1994年，

教育部领导同志建议清华研究经典阅读问题，人

文学院邀请国内一流学者，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

“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要求限选课必须以

指导经典阅读为核心。在学校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人文限选课多数教师已能熟练地使用现代多

媒体手段辅助教学，出版了讲课的录像带，还有

的课程已经上网，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宗旨的“人

文日新网站”也已经建立；清华还开设了“科技

与人文”系列讲座，请理工科教授讲人文，如请

电子学系张克潜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请钱易院

士讲环境哲学，请顾秉林院士讲人文教育在建设

一流大学中的作用，他们从理工科的背景考察和

研究人文，视角新颖，学生很有兴趣。

关于“文理会通”的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高新科技无

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

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动力。尽管历史上，科技发展

曾多次显示出自己的革命作用，但在人们的观念

上，依然认为人文学科的价值高于自然科学的价

值。人文学科应该统领自然科学，“大师”应该

领导“工匠”。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信息革

命开始以后，科学技术以它无所不在的强大威力

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令人不得不重新估价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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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作用。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大学校

长多由人文社会科学家担任，而近一、二十年，

许多自然科学家掌起了校印，不仅内地如此，香

港、台湾乃至美国莫不如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科学技术在我们的社会（包括教育）中的主

流地位。

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果不懂得宇宙发

展规律，不了解信息、生物工程、能源工程、材

料科学等前沿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他（她）就无

法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做出鉴别和判断，也没

有坚定的理性承受周围所加给他的压力。在西方

人文学界和艺术界流行一种“科技恐惧症”。他

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新发明带来的美好的物质享

受，另一方面渲染科技正在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

灾难。他们对科技的批判虽也有击中弊端之处。

但认为就是这些弊端，也还要靠发展科学技术来

解决。学人文学科的青年人，同时学一点科学技

术课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使学生正确理解科

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了解科学的原理与方法，

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也是作为一个

现代人所必需的。

第二，人文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科技思想来

激活。博兰霓说，人文学科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自

身的“直接知识”，而且有赖于不属于本学科的

“支援知识”。就研究工作讲，支援知识显得比

直接知识更重要，许多研究工作的突出均来源于

同学科无直接关系的“支援知识”。就人文学科

而言，支援知识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社会科学，

一是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科发展影响至深的精神

分析法、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理论、新历史主义

批评，都是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援引、借鉴

而来的。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科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的话，60年代以来，这

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过去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的。人文科学研究离不开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新

的科学技术不只给了人们新的研究手段，更重要

的是丰富了研究对象。传播渠道上的革命性变化

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内容本身。高新

科技不仅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

心理、习惯施加的影响改变人文学科本身，而且

它本身就构成了人文学科研究的新主题和灵感的

源泉。目前在人文学科中由于非理性主义的冲击

而广泛流行的迷惘、颓唐和混乱也只有靠对非理

性主义的理性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这种理

性分析靠传统的理性武器是不够的，它需要源于

新科学宇宙观对非理性主义的科学阐释。种种科

学园地的新发现表明，科学有能力在这方面给人

文学科以支持，并同人文社会科学联合拯救正在

沉落的精神世界。

第三，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经验为我们提供

了借鉴。文科大学生选修一些理工科课程，在美国

早已有之。老清华时代，参照美国体系，每个文科

学生必须修一门理工课，曾令许多学生感到头疼。

当时这种规定，主要是出于培养“博雅之士”的通

才教育的要求，而不是社会本身的职业性要求，学

生很不重视，因而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并没有

显示出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理结合成了社

会的急迫需要，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

基力倡以文理兼修为特征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并很快在全美蔚然成风。哈佛学生

本科阶段共要求学生修满32门课，其中不分专业、

共同必修的课程12门，占38%。譬如一个文科生，

他（她）所要学的科技课程是3门：“数理统计”

（含计算机应用）和在“科学”核心课程组中选修

2门。这3门课在他（她）的总学分中约占10%。谈

到为什么所有大学生都要接受科技教育时，罗索夫

斯基写道：“如果一个人对科学的方法和原理缺乏

某种了解，在今天的世界上就不可能被承认是受过

广博教育的人，这似乎已是十分明显而无须加以解

释的了。……一个有教养的人肯定希望至少能对我

们的未来起这类关键作用的力量具有一定的鉴别能

力。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国度内有教养的公民必不

可少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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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葆耕教授对清华人文精神和会通教育有很多研究和思考，著作颇丰

（本文编选自《清华学术精神》（徐葆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一书

中《清华：追求科技与人文会通》一文。）


